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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不仅是

对传统理性观的深刻反思与大胆突破，更是为解决现代社会诸多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本文围

绕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展开深入探究。该理论诞生于复杂时代背景，受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和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影响。其以主体间性为核心，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交往

行为需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在理论层面，它批判与超越工具理性，重构理性概

念；实践中，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新思路，推动协商民主发展。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方法

论层面，它难以彻底挣脱二元论思维的桎梏；在理论落脚点方面，未充分考量现实中主体的差异性。因

此，深入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人

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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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rgen Habermas,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Western Marx-
ism,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e proposed i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bold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rationality, but also provides a brand-new perspective and 
idea for solving many predicaments in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is theory was born in a complex era back-
ground and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Max Weber’s 
theory of rationality. It takes inter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emphasizes the key role of language in com-
municative behaviors, and proposes that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need to meet the effectiveness 
requirements of authenticity, correctness and sincerit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criticizes and trans-
cen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is 
theory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is difficult for it to completely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dualistic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foothol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ubjects in reality have not been fully considered. Therefore, an in-depth study of Habermas’ the-
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
gres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olving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nd facilitating the harmo-
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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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哈贝马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当代学术界影响巨大。自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哈贝马斯迅速成名，“交往理论”也很快成为

学术界的理论热点。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加之西方意志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以及韦伯合理

性思想的启发，哈贝马斯开始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社会问题的“诊疗”。处于复杂且多元的时

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现实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交往理

性丰富和发展了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内涵。它打破了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理性从个体的认

知和行为领域拓展到主体间的交往互动之中，强调通过语言沟通和相互理解来达成共识，为社会科学研

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它还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创新和超越，在继承第一代理论家对资

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思考成分，使批判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从实践层面而言，

交往理性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在国际关系中，交往理性倡导各国之间通过平等对话、

协商合作来解决分歧，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基于交往理性展开真诚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共同应对

挑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及其现实价值的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对

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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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概述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继承了前人，特别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

理论，进而构建起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理论体系。当资本主义社会深陷重重危机，传统理论难以解答日

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哈贝马斯敏锐洞察到，西方传统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深陷困境。他认为，

对理性进行批判并非终点，真正目的是拯救理性——重建合理的交往理性，期望借此助力西方社会摆脱

危机。 

2.1. 概念解析 

基于对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工具理性批判上所面临困境的深入思考，哈贝马斯发展出了以主体间

性为核心要素的交往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说“从历史起源以来，意见和行动的合理性就是哲学研讨的一

个论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就是从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动中的理性反思中产生的。哲

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1]。哈贝马斯整个交往理性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就是理性问题。同时强调其在

填补理性空白、与工具理性相抗衡及承载反对形而上学理性的任务上的关键作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启

蒙理性不同，交往理性认为人们可以运用理性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达到一种非强制的共识状态。运用

交往理性，其目的不在于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或达成特定目标，而是致力于构建复杂社会中具有正当性

和普遍认可的社会准则，旨在引导人际互动趋向合理性，从而“确保生活世界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

为社会整合基石的作用”[2]。交往理性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特别强调主体间对于可信主张的共识。其

有效性范围紧密关联着人类言语活动的范畴，显示出人们在日常对话中所遵循的理性准则，正是交往理

性的实际展现。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里，交往理性构成了交往行为的核心理念，他将这一从策略行为

向交往行为转变的过程，描述为“交往理性化”。 

2.2. 核心要素 

语言的关键作用：语言在交往行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交往行为得以实现的关键媒介。哈贝马斯

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则是实现这一核心的重要工具。在日常活动中，人们借助语

言来传达个人的思想、情绪及目的，并同样依赖语言来领悟他人的心意，语言是促进相互理解和达成一

致意见的关键桥梁。哈贝马斯认为传统意识哲学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对理性进行批判终究都要归于失败是

因为其始终是立足于主客二分的层面，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割裂开来把人与人交往的

最重要的媒介—语言给忽略了，从而无法解决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和客观现实之间的问题。人际交往中最

基本、也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语言，唯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个体才能组合成完整的社会。 
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至少必须被

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3]。这就意味着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的交互性行为，它强调

主体间的平等、尊重与理解。与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不同，哈氏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迈出了

跳跃式的一步，走向了主体间性的模式，以此化解现代性遇到的冲突与危机。在交往行为中，每个主体

都被视为具有独立意识和价值的个体，他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关系。主体间性关注的是主体

之间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实现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达成。 
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需要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即“言说者必

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要求交往者所表达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

不能虚假陈述。正确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

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要求交往者的行为和言论符合社会的规范和道德

准则。以及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4]，说话者需真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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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己的意图，使听众能够信任其话语。 

3. 理论溯源：交往理性的思想脉络 

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和之前的传统有着莫大的关联。哈贝马斯的

交往理性概念，与启蒙理性、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显著差异，也有别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

的批判，以及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片面性后果的批判。他将交往行为视为理性的核心载体，通过主体间

以语言为媒介的平等对话、沟通与理解，寻求达成共识的可能，进而赋予理性以交往维度的全新内涵，

实现了对传统理性观的理论超越与创新发展。 

3.1.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承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派，其中主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

塞等人为代表，提出并构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其批判范畴涵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包

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等。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技术理性批判占据着核心地位，

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未能改善生活环境

和改变人的命运这一现实，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生存困境。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其交往理性观深受第一代理论家思想的熏

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他敏锐地指出，传统的理性概念不应仅仅局限于纯粹认识论的狭

隘范畴，而应将其拓展至交往共识理论的广阔领域，“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

交往理性，由历史哲学批判转向现代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才是唯一合理的出路”[5]。这一观点的提出，

为批判理论的重构指明了新的方向，即必须围绕沟通理解的可能性展开，从交往理性的全新视角来重构

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哈贝马斯不再满足于对社会现象

的表面批判，而是将目光投向社会整体，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和综合批判。其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

会批判理论成功发展为一种以分析交往行为为基石的系统社会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充分认识

到交往行为以及交往合理性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关键地位，他认为交往的终极目的在于达成意见一致，

而在交往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语言始终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贝

马斯实现了从传统社会理论批判向语言批判的重大转向，这一转向也标志着他的交往理性观逐渐形成并

走向成熟。 

3.2. 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称得上是“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他最主要的成就“大概要

数对官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6]。马克斯·韦伯从社会、文化及个人三个维度对西方理性

主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阐述，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并将合理性

精准地划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大类型。目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它

高度关注纯粹形式的、客观行动的可计算性，并与技术上的功能有效性紧密相连。在现实生活中，其主

要表现为人们通过精确的计算和对行动后果的预测，来合理地选择最为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最佳的效果。

而价值合理性则侧重于强调动机的纯正以及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内心意欲达到的目的，相对而言，

对结果的关注则较少。 
韦伯的这一合理性划分理论，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哈贝马斯本

人就曾坦然说到：“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思·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7]哈贝马斯认为，韦伯

将目的合理性与一般合理性简单等同的观点存在局限性，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一单维度剖析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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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发生与发展，是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和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局限性源于韦

伯受传统意识哲学的束缚，脱离了语言这一关键因素去研究人类行动。意识哲学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

维度来认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而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实际上就是主体根据预定目的选择最有

效用的工具，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了突破这一局限，克服韦伯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哈贝

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 

4. 深度剖析：交往理性的价值与局限 

在深入剖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渊源后，我们需以全面且辩证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这一理

论体系。任何理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亦不例外。

它在为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诸多启示与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局限与理论自身的约束。 

4.1. 理论层面：批判与超越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之概念导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在韦伯的理性视域中，“合理性”

是指“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合理；其次，工具理性之核心内涵在于对行为结果的最

大功利化追求，对办事效率的精准有用化诉求，对现实利益的纯粹工具化谋求。工具理性可被界定为一

种以追求事物利益最大化、实践活动功效最大化为目标，在手段选择上呈现出“不择手段”特征，“过度

侧重功利而忽视人文价值维度的理性形态”[8]。马克斯·韦伯便是对工具理性进行系统批判的首位哲学

家，“其合理化主题与建立在马克思——卢卡奇传统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9]。随后法

兰克福学派相继对工具理性进一步批判，哈贝马斯虽然赞成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

塞等人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合理建议，但也对这些哲学家的批判观点进行了否定性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自己对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视域下，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性审视，其核心要义并非对技术理性自身的发展施

以束缚性举措。而是从重构理性概念出发，将被泛化、片面化的工具理性概念，回归到涵盖多元维度的

整体性理性范畴，以此矫正理性认知偏差，重塑理性架构与内涵。针对工具理性所衍生的负面效应，寻

求有效应对策略时，不应着眼于对科学技术理性进行根本性的破坏与颠覆。相反，更为恰当且有效的路

径是从合理性概念的重新厘定入手，构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有效性的合理性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

系能够在承认科学技术理性积极价值的同时，对其运用的边界与方式进行合理规范，从而消解其可能引

发的负面后果。深入探究解决工具理性难题的根本路径，传统的以考察主体作用合目的性为核心的研究

视角存在局限。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将研究重心转向主体行为之间的互动交往层面。通过剖析主体间基

于语言、沟通与理解的交往实践，挖掘其中蕴含的理性潜能与规范机制，以此为基础探寻解决工具理性

困境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与理性化发展。 

4.2. 实践层面：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以大众认同普遍削弱为显著标志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种族与文化分歧逐渐加剧，对社会治理实践构成了严峻挑战，进而

使现代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基于这一背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在学术界

获得了广泛认可，被视为能够弥补现代民主制度不足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在众多西方协商民主

理论体系中，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其独特性脱颖而出，成为该领域内极具标志性的学说。当社会

主要矛盾不再聚焦于阶级矛盾，而是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时，该理论在社会实践

中仍彰显出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通过协商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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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推动社会共识的达成，助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在当代社会，鉴于利益与文化多元化的普遍现象，哈贝马斯深刻认识到，从“单一主体”视角出发，

寻求无条件且绝对统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哈贝马斯转而依赖于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

上的“对话”与“协商”机制，及其相关的有效性预设。这一机制强调，在承认个体世界观多样性与差异

性的前提下，构建一种能被所有对话参与者所理解的理想语言环境和合理交流背景。通过主体间的辩论

与协商过程，旨在形成一种公共性的“共识”，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减少和制

止各种形式的暴力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破坏，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

生活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伦理规范的形成以社会成员间的“相互承认”为基础，标志着社会生活伦

理建构方式的根本转变，即“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10]的建构方式。同时，它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社会伦理问题的理想框架。尽管协商民主的“理想话语环境”与现实世界有所脱

节，但它并非凭空构想。相反，通过设定理想情境，理性为我们确立了对非理性、非公共性对话的评判

基准，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当商谈提供了对比参照。哈贝马斯坦诚地承认其规范理想带有“乌托邦”特质，

并将其命名为“交往乌托邦”。然而，他强调，这种“交往乌托邦”并非纸上谈兵、构想中的完美社会秩

序，而是实际应追求的状态。其实现的前提在于，社会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运用日常语言增进相互理解，

以对话而非暴力方式解决分歧与冲突。 

4.3. 交往理论：内在局限的深度解析 

方法论局限：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整合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等二元论思维方式，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这种整合面临着诸多困难。他在强调主体间性的同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主客二分思维的

影响，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可能会不自觉地重回二元论的困境。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虽然强调主体间的

交往和互动，但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使得其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影响了理论的彻底性和连贯性。 
视角基础局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虽蕴含深刻的指导意义，但其构想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乌

托邦的色调。该理论构建于共识真理的基础之上，此共识真理的实现预设了交往行为需符合三项有效性

要求，这一设定在现实情境中显得尤为理想化且难以达成。此外，哈贝马斯将超越科技意识形态这一宏

大艰巨的使命寄托于语言，期望通过构建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来实现，这种做法过度强调了语言

的功能，忽略了语言背后所依托的物质基础与实践土壤。虽然哈贝马斯似乎还强调，“只有在多元性的

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11]，然而在当今多元化的今天很难对一种分歧较大的涉及切身

利益的问题，以一种交谈性的话语方式把冲突与矛盾化解掉。像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所导致的领土

纷争问题、种族歧视、以及南北的差异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化问题，都很难在共同语境下达成共识，

并在一定时间内最终消除掉。 
理论落脚点局限：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理性概念，核心要点在于社会实践进程中，对具备规范效

能的交往理性展开重塑，全方位拓展交往理性的作用范畴。“整合残缺的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从而获

得交往理性与目的理性的重新平衡。”[12]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作为交往理性的重要落脚点，认为生

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和基础，通过交往理性可以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理性之所以能够超

越工具理性是因为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副产品。工具理性的交往行为只能创造系统世界。”[13]这确实

呈现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交往形态。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的构建时，不难发现

他对现代社会中期望的主体能否切实存在的问题持开放态度。事实上，哈贝马斯的论述更多地是提出了

一种概念框架内的交往理性。他既未超越对主体理性直觉层面的把握，也未摆脱传统上对于理性客体的

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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